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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与非洲贸易图景研究

武婷婷

【内容提要】 宋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海外贸易网

络， 逐步开拓了与非洲的贸易往来， 初步建立了具有实质内涵的贸

易体系。 宋代古籍中有关勿斯里、 木兰皮、 层檀等国的记载亦成为

宋人乃至后世了解这段中非交往史的关键信息。 彼时， 宋代不仅将

航道延伸至北非， 而且开辟了横跨印度洋， 直达东非的越洋航线。
随着宋瓷、 宋币在非洲的相继出土， 以及有关中非香料、 象牙贸易

的记载， 进一步印证了中非之间存在直接贸易联系的事实， 由此奠

定了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 的基本形态。 历史地看， 中非关系不如

“东亚秩序” 那般有着紧密的等级政治依附与儒家文化烙印， 仅有的

是纯粹的经济互动， 且是属于 “两个文明圈” 的交往。
【关键词】 中非贸易体系； 非洲古国； 海上丝绸之路； 朝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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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 学界对宋代中国与非洲海外贸易研究已有部分论著， 但成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我国对非洲安全合作升级版

的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９ＣＧＪ０２８）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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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多较为久远。 一方面， 虽然学界关于宋代海外贸易的研究已然十分

成熟， 形成了若干共识， 如 “宋代贸易中心南移与海外贸易的拓展”①

“宋代的政府扶持型海外贸易政策”②， 并且逐步出现部分非洲因素，③ 但

总体上对于宋代中国与非洲贸易关系研究的关注度仍显不够。 另一方面，
有关中非关系的研究， 早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展开， 且对古代中非

关系具有极大的研究兴趣， 围绕非洲古代地名考④、 中国古代海外通道

考⑤等形成了一批丰硕的成果， 但对 “宋代中国” 与 “非洲” 的贸易关

联性问题阐述较少。

一　 从想象到现实： 贸易与中非关系的逐步呈现

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 地理空间越靠外缘， 就越荒芜， 住在那里的

０６ 　 非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卷 （总第 １８ 卷）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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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 《西亚非洲》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陈公元 《从贾耽的

“通海夷道” 看唐代中非关系》， 《西亚非洲》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 张俊彦 《古代中国与西

亚非洲的海上往来》， 海洋出版社， １９８６； 许永璋 《古代中非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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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也就越野蛮， 文明的等级也越低，① 与中国 “绝远” 的非洲大陆亦是

如此。 有宋以前， 古人始终没有形成较为清晰的域外轮廓， 想象与现实

的交融构筑了古人的域外经验， 其中， 现实部分的经验主要来自不充分

的贸易与对外战争。 唐宋以后， 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逐步成为古人获得

域外知识的重要方式。 丰富的域外信息， 不断汇聚的异域物产， 使想象

或成为虚幻， 或落为现实。 在此过程中， 非洲逐步进入了宋人的视域空

间， 有关中非关系的记载逐渐清晰起来。

（一） 贸易与中非关系的域外想象

中国古代有关中非关系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 据

《史记·大宛列传》 载， 张骞出使西域， 在其见闻回顾中谈到在西域国家

大宛、 大月氏、 大夏、 康居外 “传闻其旁大国五、 六”。② 而随后回访的

国家之中就包括 “大国五、 六” 之中的 “黎轩”。③ 有学者认为， “黎轩”
便是当时罗马帝国治下的托勒密埃及都城亚历山大。④ 不仅如此， 通过海

陆双通道， 玻璃品、 丝绸成为当时搭建汉朝中国与托勒密埃及直接联系

的纽带。⑤ 至此， 汉人对非洲具有了初步的印象。 不过， 西汉中国与非洲

（埃及） 的直接交往或许仅是古人的想象， 抑或是误读。 至少在 《汉书·
地理志》 中， 班固笔下的海上通道仅至印度南端。

《汉书》 作为第一本记载丝绸贸易的官史， 已被多数学者用以证明

“海上丝绸之路” 的历史上限。⑥ 当时， 从徐闻、 合浦出发的海船经都元

国、 甘都卢国等东南亚、 南亚古国， 最终至 “黄支国”。 但对于 “黄支之

南， 有已程不国， 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⑦ 如此， 汉朝商船并不具有与大

秦商人进行直接贸易的能力。 尽管来自大秦的商船在当时已将印度西南

旧港穆吉里斯作为贸易枢纽， 但大秦商人从事的却是埃及至印度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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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 印度人则承担了向东中转的功能。① 因此， 汉人对印度以西的认

识在当时只能是间接的。
此后， 东汉中国与大秦不约而同看向对方。 东汉时期班超和班勇三次

出使西域， 积极探索经由南亚与中亚直接连通波斯湾、 阿拉伯海与红海的

新航路，② 基本确认大秦之方位在 “安息西界极矣。 自此南乘海， 乃通大

秦”。③ 而大秦于 １６２—１６５ 年东征安息， 一举打通波斯湾的东向道路， 次

年派使臣 “自日南徼外献象牙、 犀角、 玳瑁， 始乃一通焉”。④ 至此， 中

国与西方才建立起直接的交往。 随后， 大秦频繁来到扶南、 交趾等地， 用

金、 银、 玻璃、 珊瑚、 象牙等奇珍异宝交换中国的丝、 铁等商品。 在贸易

帮助下， 古人域外经验虽摆脱了部分想象， 但非洲元素的呈现仍不足。

（二） 贸易与中非关系真实体现

唐宋时期， 中国域外想象中的非洲元素变得逐渐清晰。 唐朝， 横跨

亚欧非的阿拉伯帝国通过贸易与战争， 频繁地开展与东方的交往。 在双

向互动中， 非洲元素逐步出现在唐代史料之中。 宋以后， 随着海上贸易

的全面发展， 大量的域外知识涌入， 有关非洲的记载较之前代更立体、
翔实， 内容更趋真实、 可信， 中非关系的域外想象逐渐具象化。

１. 非洲元素的初现

中国古代对非洲直接、 实地感观记录的唯唐代杜环所著 《经行记》。
杜环在怛罗斯战役被俘后， 十余年间随大食军足迹遍及西亚北非， 对北

非 “摩邻国”⑤ 有所记录， 称摩邻国 “在秧萨罗国⑥西南， 渡大碛， 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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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 陆学善等译，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张铁生 《中非交通史初探》，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７３。 二是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王国。 参见夏德 《大秦国全录》， 朱德

勤译，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９； 沈伟福 《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 《世界历史》 １９８０ 年第 ６
期。 三是摩洛哥或马格里布。 参见张星烺编著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朱杰勤校订， 中

华书局， １９７７； 许永璋 《我国古籍中关于非洲的记载》， 《世界历史》 １９８０ 年第 ６ 期。
笔者认为， 第三种说法较符合事实。
“秧萨罗国” 已被证实为耶路撒冷， 参见夏德 《大秦国全录》， 朱德勤译，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９。



千里至其国。 其人黑， 其俗犷， 少米麦， 无草木……胡则一种， 法有数

般。 有大食法， 有大秦法， 有寻寻法”。① 唐贾耽通过向来华的外国使者、
商人进行调查， 记录了一条从广州出发， 可达阿拉伯世界， 或可延伸至

非洲亚历山大的海路通道， 其间时长超过百日， 且时间精确可至半日。②

另外， 段成式亦在其小说集 《酉阳杂俎》 中亦提到了位于东非的 “拨拔

力国”。③

贸易的推动使以 “昆仑奴” 为代表的异域事物流行于长安。 “昆仑

奴” 泛指南洋地区深色皮肤的奴隶， 但也包括不少来自非洲的 “僧祇

奴”。 “僧祇” 在波斯语中写作 “Ｚａｎｇ”， 意为黑人， 阿拉伯语同义， 称

“Ｚｅｎｇ”， 意指亚丁湾南岸及东非沿海的黑色原住民。④ “僧祇奴” 的存在

使 “昆仑奴” 群体具有了一定非洲属性。 当时， 向唐进献僧祇奴， 已成

为南海国家的惯例。 咸亨至开元间， 室利佛逝 “又献侏儒、 僧祇女各二

及歌舞”。⑤ 至 “元和八年， 献僧祇奴四、 五色鹦鹉、 频伽鸟等”，⑥ 到

“元和十年， 遣使献僧祗 （祇） 僮五人……十三年， 遣使进僧祗 （祇）
女二人”。⑦ 来自藩属国的进贡使僧祇奴的使用贵族化、 上层化。

２. 宋代中非关系的呈现

宋人不仅对非洲古国的地理方位、 海陆通道十分了解， 而且对其物

产资源也同样清楚， 甚至就前朝容易将 “大食” 泛化的问题予以更正。⑧

通过千余年的积淀， 宋代与非洲关系的呈现不仅体现在数量递增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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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０５ 页。
（宋） 欧阳修、 （宋） 宋祁： 《新唐书》 卷二二二下 《南蛮下》，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第

６３０２ 页。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 卷一百九十七 《南蛮西南蛮》，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第 ５２７３ 页。
宋以前， 普遍将南海诸国大部视为大食， 泛化了大食的疆域范围， 对此， 宋朝进行了区

分， 如称层檀国仅 “人之语音如大食国云”。 参见 （宋） 周辉 《清波别志》， 载 《全宋

笔记》 第五编 （九），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６５—１６６ 页。



突出在记载的详尽上。
有宋以来涉及非洲古国记载的古籍较之前朝数量倍增， 且记载的非

洲地名也更多、 更翔实， 与中非海上通道建设互为支撑。
宋时， 涉及非洲元素的古籍类型多样， 既有诸如以 《宋史》 为代表

的官史， 也有诸如 《太平广记》 《古今说海》 《文昌杂录》 《清波别志》
《岭外代答》 《诸蕃志》 等笔记、 小说以及地理志， 尤以 《诸蕃志》 为

最。 而上述古籍中所收录的非洲地名也已突破想象的限制， 且更具方

位感。
涉及北非的地名包括 “木兰皮国” “默伽猎” “勿斯里国” “遏根陀

国” 与 “陀盘地国” 等。① 《岭外代答》 与 《诸蕃志》 皆称： “大食巨舰

所可至者， 木兰皮国尔。”② 而 《诸蕃志》 又载： “默伽猎国， 以大食佛

经用一函乘在骆驼背前行， 管下五百余州， 各有城市。”③ 其还称 “勿斯

里国， 属白达国节制。 ……其国多旱， 管下一十六州， 周回六十余

程……”。④ 涉及东非的地名主要有 “弼琶啰国” （ “拨拔力国”）、 “中理

国”、 “俞卢和地国” 以及 “层檀国” 等。⑤ 在 《诸蕃志》 中， 赵汝适记

录 “弼琶啰 （拨拔力） 国， 有四州， 余皆村落， 各以豪强相尚”，⑥ 而对

“中理国” 则称 “国有山与弼琶啰国隔界， 周围四千里， 大半无人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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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非洲古国名， 学者已有考据。 其中， “木兰皮国” 亦称穆拉比特， “默伽猎” 则

指代马格里布。 《岭外代答》 成书于 １２ 世纪， 《诸蕃志》 稍晚。 而在 １１—１３ 世纪， 现

今马格里布地区先后出现了两代柏柏尔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穆拉比特王朝与穆瓦希

德王朝。 且在 《诸蕃志校释》 中， 杨博文称： “在当时， ‘木兰皮国’ 实力范围囊括今

摩洛哥、 西撒哈拉、 毛里塔尼亚， 乃至西班牙部分地区。” 这与两代柏柏尔人王朝信息

相吻合。 参见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１８
页； 张铁生 《中非交通史初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７３， 第 ６４ 页。 “勿斯

里国” 为埃及， 而 “遏根陀国” 与 “陀盘地国” 则位于埃及。 参见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１９—１２３ 页。
（宋） 周去非： 《岭外代答》 卷三， 载 《全宋笔记》 第六编 （三），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２７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１７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３４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２０ 页。
“弼琶啰国” 亦称拨拔力， 为锁码柏培拉， 或索马里北部地区。 “俞卢和地国” 地处肯

尼亚沿岸的基卢普和格地两座古城。 参见沈福伟 《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第 ２７８ 页； 张俊彦 《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 海洋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１１８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２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５ 页。



古籍中出镜率最高的非 “层檀”① 莫属。 《宋史》 《岭外代答》 《诸蕃志》
《清波别志》 《文昌杂录》 对其地理位置同有收录， 而各籍中 “层檀”
“层拔” “昆仑层期” 的表达亦属同义。

此外， 《清波别志》 《岭外代答》 《诸蕃志》 《宋史》 对中非之间的贸

易路线亦有记录。 涉及沿线中转点、 风向的记录有据可查、 准确可行，
如此一来， 中非之间的交往想象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岭外代答》 称木兰

皮国 “盖自大食之陀盘地国发舟， 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② 当然， 周

去非也有 “若夫默伽国、 勿斯里等国， 其远也， 不知其几万里矣”③ 的感

叹。 作为出境率最高的层檀， 《清波别志》 与 《宋史》 认为， 通往层檀的

海道需 “便风百六十许日， 昼夜行。 经勿巡、 占林、 三佛齐乃至广州”。④

不仅如此， 宋代古籍对非洲古国风土人情、 物产资料等认识更深，
且贸易的落脚点是基于对朝贡的认知。 其一， 对非洲风土人情的概览。
《岭外代答》 称木兰皮 “日晷长三时， 秋月西风忽起， 人兽速就水饮乃

生， 稍迟， 以渴死”。⑤ 《清波别志》 称层檀 “气候春冬暖， 贵人以好越

布缠头， 服土产花绵白叠布， 不服绫罗绢布”。⑥ 在 《诸蕃志》 中， 赵汝

适以 “多骆驼、 绵羊， 以骆驼肉并乳及烧饼为常馔”⑦ 来描述 “弼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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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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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层檀” 的考证， 学界主要有三说。 一是 “塞尔柱土耳其说”。 参见藤田丰八 《宋
代之层檀国》， 何健民译， 载 《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第 ２２２
页， 转引自何芳川 《层檀国考略》， 《社会科学战线》 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７８ 页； 《辞
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８０， 第 １０７１ 页； 陆芸 《宋代层檀国新考》， 《海交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二是 “阿拉伯半岛说”。 参见张俊彦 《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

来》， 海洋出版社， １９８６； 沈福伟 《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周运中 《宋代交通中国的层檀国考》， 《海交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三是 “桑
给巴尔说”。 参见张铁生 《中非交通史初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７３； 何

芳川 《层檀国考略》， 《社会科学战线》 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 许永璋 《层檀国试探》， 《世界

历史》 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 刘鸿武、 暴明莹 《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 层檀位于非洲桑给巴尔。
（宋） 周去非： 《岭外代答》 卷三， 载 《全宋笔记》 第六编 （三），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７ 页。
（宋） 周去非： 《岭外代答》 卷三， 载 《全宋笔记》 第六编 （三），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２—１２３ 页。
参见 （宋） 周辉 《清波别志》， 载 《全宋笔记》 第五编 （九），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６５ 页； （元） 脱脱 《宋史》 卷四百九十 《外国六》，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第 １４１２２ 页。
（宋） 周去非： 《岭外代答》 卷三， 载 《全宋笔记》 第六编 （三），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７—１１８ 页。
（宋） 周辉： 《清波别志》， 载 《全宋笔记》 第五编 （九），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６５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２ 页。



啰”； 而对于层檀， 则曰 “其人民皆大食种落， 遵大食教度。 缠青番布，
蹑红皮鞋。 日食饭面、 烧饼、 羊肉。 乡村山林多障岫层叠， 地气暖无

寒”。① 其二， 对非洲物产资源的概览。 《岭外代答》 称木兰皮 “所产极

异， 麦粒长二寸， 瓜围六尺， 米麦窖地数十年不坏。 产胡羊高数尺， 尾

大如扇， 春剖腹取脂数十斤， 再缝而活， 不取则羊以肥死”；② 称层檀

“产大象牙、 犀角。 又海岛多野人， 身如黑漆， 拳发。 诱以食而擒之， 动

以千万， 卖为蕃奴”。③ 如此人口亦商品， 周去非以 “昆仑层期” 指代

“僧祇”， 或许是受到 “昆仑奴” 的影响。 《诸蕃志》 称弼琶啰 “产龙涎，
大象牙及大犀角， 象牙有重百余斤， 犀角重十余斤。 亦多木香、 苏合香

油、 没药、 玳瑁至厚。 他国悉就贩焉”。④ 同样， 认为层檀 “产象牙、 生

金、 龙涎、 黄檀香。 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 以白布、
瓷器、 赤铜、 红吉贝为货”。⑤ 《清波别志》 称层檀 “有犀、 象、 薰陆、
沈水香、 血竭、 没药、 鹏砂、 阿魏、 苏合香、 真珠”。⑥ 其三， 对中非贸

易性质的判断。 在宋人看来， 中非之间的交往认知， 是落脚于朝贡的。
《文昌杂录》 称 “俞卢和地国” 与诸蕃国一样 “礼甚厚， 皆著例录， 付

之有司”。⑦ 而周辉同样将宋代与层檀的关系视为一种朝贡， 称其 “国朝

承平日， 外国朝贡， 闲数年必有之， 史策但书某国贡方物而已， 如封域

风俗， 皆略焉， 独于层檀所书如此”。⑧

宋代古籍对非洲元素的记载基本勾画出了中非关系的全景， 为后人

了解宋人有关非洲在哪、 怎么去非洲、 去非洲干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奠定

了基础， 建立了中非贸易关系的基本认知。

６６ 　 非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卷 （总第 １８ 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０ 页。
（宋） 周去非： 《岭外代答》 卷三， 载 《全宋笔记》 第六编 （三），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７—１１８ 页。
（宋） 周去非： 《岭外代答》 卷三， 载 《全宋笔记》 第六编 （三），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７—１１８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２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０ 页。
（宋） 周辉： 《清波别志》， 载 《全宋笔记》 第五编 （九），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６５—
１６６ 页。
（宋） 庞元英： 《文昌杂录》 卷一， 载 《全宋笔记》 第二编 （四），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１１６ 页。
（宋） 周辉： 《清波别志》， 载 《全宋笔记》 第五编 （九），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６５—
１６６ 页。



二　 从继承到拓展： 贸易与中非海上通道的建设

中非贸易通道的构建带有明显的发展特性。 最初， 中非航线继承了

起源于汉代， 经隋唐五代发展的近海航线。 然而， 随着陆上交通的梗阻

与衰落， 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 宋朝致力于开拓海上通道。 宋朝商船不

仅可以直接跨越诸如东海、 黄海、 暹罗湾、 孟加拉湾之类较小的海区，
而且可以横跨北印度洋， 从东南亚直航西亚与东非海岸。①

（一） 传统航线的继承

中非贸易最早的航线便是继承于汉唐开辟的大陆沿岸航线， 当时，
广州与泉州是宋代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从广州、 泉州出发， 经南

海至兰里则是汉唐 “南海航线” 的传统线路。 囿于造船与航海技术， 及

方便补给， 中国远洋船只在当时仅限于沿大陆架展开远航， 最远可达波

斯湾。 这条航线带动了沿岸多个地区的对外交往， 逐渐形成了数个具有

历史意义的港口。 其中， 位于苏门答腊岛北端的兰里甚至发展为中国船

只远航的中继站。
中非建立初步联系是东西方两大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大秦开通了

从埃及、 埃塞俄比亚， 穿越阿拉伯海至印度的航线，② 对接我国西汉时期

就已开辟的从徐闻、 合浦出发， 沿中南半岛， 绕孟加拉湾至印度半岛的

南海航线。③ 但是， 直至东汉中国才同大秦构建了直接的海上交通线，④

至此， 中国与非洲的海上通道初步成型。 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 虽战

乱频繁， 但航海事业仍在继续。 孙光圻认为， 孙吴时期的朱应、 康泰，
两晋时期的僧人法显维持着当时的南海航线， 直至南朝刘宋时期出现较

大发展， 航线可达波斯湾。⑤ 在唐朝时， 这条传统航线已可至东非沿岸，
如贾耽的 《广州通海夷道》 详细记载了从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东非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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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圻： 《中国古代航海史》，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２６ 页。
艾周昌、 沐涛： 《中非关系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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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航程。①

在前朝的基础上， 宋朝继承了这条传统 “南海航线”。 其一， 宋朝依

然将东南亚作为重要的贸易中转地， 大食国海商以 “本国所产多运与三

佛齐贸易， 贾转贩以至中国”。② 同样， 《宋史》 也记载层檀国曾取道三

佛齐与中国进行贸易。③ 可见， 三佛齐、 阇婆、 兰里在宋朝海外航线中依

然发挥着重要枢纽作用。 其二， 宋代与大食的交往仍沿袭前代模式， 即

“必自故临易小舟而行”④ 至波斯湾， 而大食国来宋则需 “至故临国易大

舟而东行”。⑤ 故临乃是这条传统航线上的重要节点。 其三， 宋代仍在继

续使用唐朝开辟的东非航线， 《宋史》 中记载的层檀国使者来华路线与唐

代前往东非的航线相一致。⑥

（二） 越洋航线与新航路的拓展

不过， 传统航线属傍岸而行的大陆架航线， 沿途所受限制较多。 至

东非， 往往需要在故临换小船而至， 这样往返一趟需换船两次， 耗费大

量的物力人力， 对当时的贸易商人来说是不划算的。 宋朝两浙市舶司曾

在隆兴二年规定， 出海贸易人员 “若在五月内回舶， 与优饶抽税。 如满

一年内， 不在饶税之限。 满一年之上， 许从本司根究， 责罚施行”。⑦ 这

促使精明的贸易商人探寻更为便捷的航线。 此外， 宋朝航海和造船技术

的发展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证， 中非航线出现了新的

发展。
一是发展出横跨大食海 （阿拉伯海）， 从故临直达麻离拔 （亦称嘛

啰拔， 今阿曼） 的跨海航线。 周去非在 《岭外代答》 中记录了一条从

广州出发到达麻离拔的路线： “有麻离拔国， 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 乘

北风行， 约四十日到地名兰里。 ……住至次冬， 再乘东北风， 六十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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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方到。”① 据孙光圻计算， 从兰里出发， 傍岸而行前往麻离拔国约需

１１６. ５ 天， 如兰里横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直达麻离拔国约需 ６２. ５ 天，
这与周去非记录的时间基本一致。② 另外， 《诸蕃志》 中也有一条相似的

航线， 所不同的是， 国内出发港由广州变为泉州。 此时泉州港已取代广

州成为宋朝海外贸易第一大港。 综上， 宋朝的航海技术已经不再仅限于

沿着海岸线航行， 而是可以直接跨越海区到达目的地， 体现了宋朝较高

的航海与补给水平。
二是延伸了经非洲之角， 穿曼德海峡， 过红海至勿斯里、 木兰皮的

北非航线。 在贾耽的 《广州通海夷道》 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船只已

能够到达波斯湾。 经斯坦因考证， 该条航线可远至亚历山大。③ 甚至， 孙

光圻认为这条北非航线可延伸至木兰皮国。④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
此条航线不仅为埃及开罗出土的宋代古瓷的来源提供了一种解释， 也进

一步证实了宋代中国与埃及、 马格里布地区存在直接联系的可能。
三是开辟了从兰里过马尔代夫群岛， 横跨印度洋直达东非沿岸的越

洋航线。 巴兹尔·戴维逊曾称： “从技术上讲， １２ 世纪前后， 中国船只已

经能够航行到任何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⑤ 在东非桑给巴尔沿岸发现的

宋代钱币， 及在肯尼亚沿岸出土的宋代瓷器是中非进行直航贸易的有力

证据。 《岭外代答》 记载， 从广州至兰里需 ４０ 日。 孙光圻计算， 从兰里

出发经马尔代夫群岛， 横跨印度洋抵达东非海岸也只需 ４０ 日。⑥ 因此，
兰里—马尔代夫群岛至东非航线耗时较少。 而从经济角度看， 该条航线

在返程回国时的价值更大。 据上文所述， 中非之间已存在两条航线， 且

南宋在海外船只返程时间上有明确规定， 超过一年没有回国， 不但要严

查原因， 还需受罚。 一般来说， 宋代商船在东北季风末期， 即冬末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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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东非， 在贸易结束后， 前两条航线的返程海况又不甚理想， 需等到

八月后才能返航， 以致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返航。① 但是， 四月至九月正

是当地乳香贸易的黄金季节， 而唯有选择 “兰里—马尔代夫群岛至东非

航线” 回国， 不仅可以进行乳香贸易， 而且还能避开北印度洋的恶劣海

况按时返程。

三　 从一般到特殊： 贸易与中非交往的商品表现

宋朝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就

一般性而言， 陶瓷、 香料， 以及象牙不仅是宋朝对外贸易的常规性商品，
也是中非贸易的主流。 特殊性则集中体现在非洲出土的宋代钱币上： 一

是在历时比较上， 较其他朝代， 宋币出土数量最多； 二是在国别对比上，
与宋代其他贸易对象相比， 宋币出土数量又偏少。

（一） 中非贸易的一般性表现

宋代中国与海外诸国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 从输出和输入两方面

来看， 以缗钱、 铅锡、 杂色锦、 瓷器等物为主要输出品， 以金银、 市香

药、 犀象、 珊瑚等物为主要进口商品，② 其中， 在中非贸易中， 以瓷器、
香料、 象牙最具代表。③

１. 瓷器在中非贸易中的联结作用

在宋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中， 陶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宋朝海船

所到之处， 以及和宋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宋瓷的进口，④ 非洲

也不例外。 根据阿拉伯文和中文资料的记载， １１ 世纪前后， 非洲的进口

品主要有陶瓷、 布匹、 珠子和玻璃制品，⑤ 数量最大的进口货是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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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绿釉陶器， 以及黄黑、 青蓝和白色的瓷器。① 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和

东非坦桑尼亚的基尔瓦便是非洲重要的宋瓷聚集地。
在北非出土的中国古瓷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埃及是非洲发

现中国古瓷最多的地方， 其中， 此前作为埃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福斯

塔特 （开罗）， 在 １９１２ 年因出土大量中国古瓷而引人注目。② 三上次男曾

夸张地表示： “走在开罗的任何地方都会闻到中国陶瓷的气味。”③ 经其统

计， 福斯塔特遗址中的中国陶瓷碎片多达 １２０００ 片， 几乎包括了从唐朝至

清朝的著名陶瓷。④ 其中， 宋初的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 以及高质量的龙

泉窑青瓷在此亦大量出现。⑤

在东非地区出土的中国陶瓷多集中在商道与港口。 在埃塞俄比亚与

索马里交界的古商道遗址中均发现了 １２ 世纪的中国青瓷。 同时， 东非沿

岸的许多港口， 如曼达岛北部的曼达城、 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均出土了宋

朝古瓷，⑥ 以至于东非有着 “中国古瓷的储仓” 的美称。 据考古分析， 上

述出土瓷器时间大致处于 １０—１２ 世纪的北宋。 美国菲利亚美术馆学者亚

历山大·波普认为， 基尔瓦岛的城市遗迹中包含 １０ 世纪的越州窑瓷和白

瓷碗，⑦ 从而将非洲古瓷历史追溯至唐末宋初。 大量出土的龙泉青瓷、 耀

州窑瓷、 南方青白瓷等强有力地证明瓷器已深入当地居民生活之中。 例

如， 基尔瓦 “大清真寺” 遗址出土的宋代青瓷莲纹碗残片和素面洗残片

均属于龙泉窑中的生活用瓷。⑧ 对此， 国外学者表示， １０ 世纪以来的坦桑

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⑨

非洲出土的宋代瓷器几乎包含了当时宋代社会主流瓷器。 其中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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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期就已停烧的越窑青瓷的出土， 至少可以证明， 中国与非洲在北宋

中前期就已经有了某种贸易联系。 继而兴起的龙泉青瓷作为宋代最主要

的出口瓷器， 在非洲的大量出土绝不是偶然。
其一， 经济地理因素。 偏安一隅的南宋将海外贸易作为其重要的收

入来源，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瓷器的大量出口。 龙泉青瓷的主要产

地距离泉州较近， 而且， 随着泉州港的迅速兴起， 从南宋开始， 泉州港

附近出现了一批专供出口外销的龙泉窑场。① 其二， 宗教文化因素。 有学

者认为， 中国在古代就已经能通过区分不同民族的特点来进行贸易。② 在

青瓷兴盛的宋代， 北非正处于法蒂玛王朝 （９０７—１１７１ 年） 统治时期， 因

其崇尚绿色， 在我国古籍中也称 “绿衣大食”。 而东非斯瓦希里城邦国家

同样信仰伊斯兰教， 绿色在其宗教文化中极为重要。 因此， 宋代青瓷在

埃及福斯塔特与东非基尔瓦等遗址中大量出现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此外， 近年来的非洲考古报告显示， 肯尼亚出土的宋代瓷器数量远

不如坦桑尼亚，③ 结合中非贸易航道来看， 这一发现与中非贸易航线有

关。 东非沿岸作为瓷器的终端市场， 坦桑尼亚基尔瓦或许是宋代商船在

冬季沿印度洋季风洋流抵达东非的第一站， 完成贸易后， 继续北上抵达

肯尼亚沿岸， 此时正值当地乳香收获季节， 收购完毕则沿西南季风返回

国内。
２. 非洲香料与象牙 “东传” 的可能

宋代史料中并未直接明确香料、 犀象来源于非洲， 但非洲东海岸以

盛产龙涎香和象牙而闻名， 其产地主要位于索马里， 瓜达富伊角素来就

有 “香料角” 之美誉。④ 唐宋古籍在谈及今索马里时， 都强调此区域盛产

香料以及象牙。 段成式在 《酉阳杂俎》 中就曾提到拨拔力国 “土地唯有

象牙及阿末香”。⑤ 《新唐书》 中亦称： “海中有拨拨力种……多象牙及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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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 《考古与文物》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张铁生： 《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 《历史研究》 １９６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８ 页。
（唐） 段成式： 《酉阳杂俎》， 许逸民注， 学苑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６４ 页。



末香”。① 赵汝适在 《诸蕃志》 中也提到， “弼琶啰国……产龙涎、 大象

牙及大犀角， 象牙有重百余斤， 犀角重十余斤”。② 此外， 桑给巴尔同样

亦是香料、 象牙的重要产地， “产象牙、 生金、 龙涎、 黄檀香”，③ 从古籍

记载可见， 唐宋时期， 我国对非洲龙涎香及象牙的产地已有较为清晰的

了解。 宋代开国不久， 宋太宗在雍熙四年 （９８７ 年） 便派人到海外 “博
买香、 药、 犀、 牙、 真珠、 龙脑”。④ 宋代从海外贸易中进口的商品主要

也为 “香药、 犀、 象、 珊瑚等物”，⑤ 且太平兴国初 “象犀、 珠玉、 香

药、 宝货充牣府库”。⑥

阿拉伯人马苏迪约在 ９１５ 年访问非洲后表示， “象在黑人土地 （即非

洲东海岸） 上是极其普通的……他们猎象仅仅是为的要杀它们， 大象牙

就是从此地取得的， 大多数象牙都运到阿曼， 再从阿曼转运到印度和中

国”。⑦ 他据此判断， 来自东非的象牙早已是古代中国宫廷方面所重视的

奢侈品。 随着象牙贸易的兴起， 作为象牙中转站的阿曼， 也已逐渐成为

波斯湾通往印度洋， 沟通中国的重要通道。 正如周去非在 《岭外代答》
中也曾记录了一条从广州直达麻离拔 （阿曼） 的海上航线， 这或许是中

非象牙贸易的有力证据， 中非贸易有了更为直接的表现。

（二） 非洲出土宋代钱币的特殊性

已有考古数据显示， 在东非沿岸出土的文物中共发现中国古钱币 ３３０
枚 （见表 １）， 其中可以确定的有唐代 ４ 枚， 五代 １ 枚， 北宋 １４２ 枚， 南

宋 ６４ 枚， 明代 １０ 枚， 清代 ４ 枚。⑧

由此可见， 非洲出土的宋币数量为最， 但在横向国别考古比较中，
这一数量远不如其他地区。 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货币

本位制的演变， 而且体现了中非之间虽有贸易联系， 但后者并未进入宋

代贸易的 “核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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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６２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２ 页。
（宋） 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０ 页。
（清） 徐松：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４２０３ 页。
（元） 脱脱： 《宋史》 卷一百八十六 《食货下八》，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第 ４５５９ 页。
（元） 脱脱： 《宋史》 卷一百八十六 《食货下八》，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第 ４５５９ 页。
张铁生： 《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 《历史研究》 １９６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８ 页。
马文宽： 《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意义》， 《海交史研究》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６—３７ 页。



表 １　 东非宋朝钱币出土统计

单位： 枚

国名 出土地点 总钱币数量 宋朝钱币数量

索马里

摩加迪沙 ４４ １４

布腊瓦 ２ １

梅尔卡 １ ０

肯尼亚
给地 ３ ２

安哥瓦那 ６ ５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 １ ０

桑给巴尔岛 ２３６ １５６

马菲亚岛 ９ ３

基尔瓦岛 ２８ ２５

总计 ３３０ ２０６

　 　 资料来源： 马文宽： 《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 《海交史研究》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６—３８ 页。

其一， 供需关系失衡致使铜币自宋以后逐步失去了主流货币地位，
流入非洲的宋币稍多， 但明清铜币较少。 宋朝的 “钱荒” 一直未得到有

效解决， “钱禁” 制度也未能阻止铜钱外流， 其根本在于供需关系的失

衡。 据 《宋会要》 载： “入蕃者非铜钱不往， 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①

宋神宗时期废除钱禁， 更进一步加剧了铜钱外流。 《宋史》 记载： “……
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 删去旧条， 削除钱禁， 以此边关重车而出， 海舶

饱载而回……。”② 在此困境下， 市场赋予了白银货币的资格。③ 从两宋

白银货币化开始， 至明中期以后， 铜逐渐被白银取代， 不再作为中国

主流货币， 银本位取代了铜本位。④ 这亦是非洲出土明、 清铜币较少的

原因。
其二， 非洲诸国并未进入宋朝的主流 “交际圈”， 中非朝贡关系存

疑。 在常规贸易与朝贡贸易下， 回赐、 博买与走私构成了宋代货币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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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种主要途径。① 在宋代朝贡贸易中， 仅铜钱回赐便上万缗的数目， 而

走私数量则更为庞大。 在回赐部分中， 依外来商品折价回赐具有一定参

考意义。 据 《续资治通鉴长编》 记载， 宋朝回赐给朝贡国的铜钱少则一

万贯 （缗）， 多则六万四千缗 （贯）。② 但 《宋会要辑稿》 中记载的来自

非洲的俞卢和地入贡， 获商品折价回赐仅 ２９００ 贯，③ 与前相比差距较大。
此外， 有关层檀两次入贡的记载中， 虽未有具体回赐金额， 但作为层檀

故地的桑给巴尔出土的宋币也仅 １５６ 枚。 据此或许可以推测， 非洲尚未进

入宋代朝贡体系这一 “核心交际圈”， 中非朝贡关系存疑。 非洲出土的宋

币很有可能是宋代商人在当地博买物资留下的， 抑或是部分东非商人夹

带而回。 在古代东非城邦， 主流的贸易对象仍是阿拉伯人， 且在 １３ 世纪

以前是以姆潘得贝壳作为当地主要的支付手段。④

这一系列考古案例既是宋代钱币外流的一个侧面， 也是古代中国与

非洲之间贸易互动的一个表现。 一方面， 反映了当时中非贸易正处于由

间接走向直接的过渡时期。 １３ 世纪以前， 姆潘得贝壳为东非地区的主要

支付货币， 宋代货币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币作为辅币的可

能，⑤ 而且又部分印证了宋代商人跳过阿拉伯商人的中转， 直接与东非商

人进行交易的可能。 另一方面， 反映出非洲作为重要原料地的历史地位。
东非城邦国家作为香料、 象牙的原产地与主要输出国， 吸引着亚洲各国

商人至此进行贸易活动，⑥ 宋朝中国商人亦不例外。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出

这样一幅画面： 一艘宋朝的货船远航至东非， 用宋币与当地商贩讨价还

价的场景。
最后， 宋币的出土甚至反映出宋代铸币术的高超及其收藏价值。 宋

代钱币制作精美， 钱币的形状、 穿孔的大小、 轮廓的阔狭、 铜色的配合

等都相当完善， 尤其在钱文、 对钱 （同一种年号钱同时用两种或三种书

体） 上体现了美术与文学的完美结合，⑦ 是中国古代货币文化高峰， 宋币

深受海外诸国喜爱。 据 《宋会要辑稿》 记载： “蕃夷得中国钱， 分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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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 以为镇国之宝。”① 因此， 非洲出土的宋代钱币也有被当时的非洲商

人当作进口商品收藏的可能。

四
　
“海丝” 雏形与 “朝贡” 论争：

中非贸易体系的历史内涵

总览中非贸易， 无论是北非的勿斯里、 木兰皮国， 还是东非的弼琶

啰与层檀等沿海城邦， 都带有浓厚的阿拉伯因素； 在通道建设方面， 跨

洋航线的开通， 更是宋代航海技术的体现； 瓷器作为传统贸易优势产品，
依然占据了中非贸易的核心， 钱币的外流则进一步证明了中非之间的直

接贸易往来。
一方面， 航线的拓展与延伸， 越洋航线的开辟实现了中非的直接贸

易， 此时完整版 “海上丝绸之路” 雏形初现， 奠定了元明两代建立同非

洲联系的基础。
两汉与西域交通贸易的发展及汉政府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不仅促进

了与葱岭以西各国的交往， 而且保证了商路的便利和安全， 中西商品往

来频繁， 且品种多样。 其中就包括当时亚历山大城著名的琉璃工艺品、
细布和各种宝石。② 可是， 这一时期中国与非洲的联系， 在陆上往往通过

安息、 大月氏等国的中间商转手； 而在海上， 印度人则扮演了这一角色。
至东汉时， 中非往来仍需经大秦帝国。 巴兹尔·戴维逊认为， 除埃及亚

历山大港以外， 努比亚地区的 “库施王国”， 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

王国也曾通过印度与往来于印度洋西端的汉朝船只建立间接贸易联系。③

唐代， 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先后成为中非贸易的中间商， 尤以阿拉伯

人为最。 公元 ７ 世纪后， 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亚、 非、 欧的阿拉伯帝国，
控制了西亚和红海两岸。 史书记载， “永徽二年， 始遣使朝贡”，④ 标志着

阿拉伯帝国与唐朝建立了外交关系， 使节往来不断， 这为发展中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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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良好的条件。① 彼时， 唐朝商人和商船渡过波斯湾后， 便可进入阿

拉伯帝国的疆域， 但事实上仍是通过阿拉伯人与北非、 东非进行间接

贸易。②

至宋时， “中国人首次从事大规模海外直接贸易， 不再依靠外国中间

商”。③ 当时， 不管是商品结构还是贸易范围， 乃至贸易制度与航海技术，
宋朝在世界上均占据主导优势， 不但中非直接贸易成为可能， 而且描绘

了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版图的基本轮廓， 甚至元明两代均未超越。 中非交

往时期的贸易往来塑造了完整版的 “海上丝绸之路” 的雏形， 筑造了中

非交往的海上通道。
另一方面， 随着直接贸易的实现， 具有经济因素的 “朝贡” 亦随之

而来， 但中非之间的 “朝贡” 关系属于无政治、 文化牵绊的 “非朝贡”
形态。

所谓朝贡， 即藩属国对宗主国按时进献礼品和方物， 采用中国王朝

的年号、 年历， 以此表示臣服； 而宗主国作为回报， 则对藩属国进行回

赐、 封赏， 用以体现天朝恩典。④ 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 要符合朝贡体系

不仅要具有经济联系， 更有赖于政治依附关系， 是 “经济 ＋ 政治” 的模

式。 但到底是经济优先， 抑或政治优先， 学界尚有争论。
费正清与滨下武志一致认为， 经济因素是古代中国朝贡体系运行的

基础。⑤ 但全海宗认为， 朝贡关系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仍是基于政治。⑥

同时， 何芳川也认为， 朝贡体制是 “华夷秩序” 得以维持的重要政治保

证。⑦ 因此， 政治性仍是朝贡关系的主导。
除经济、 政治两大体现朝贡关系的 “硬指标” 外， “文化” 这一

“软权力” 同样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滨下武志强调， 商业交易虽是朝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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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推动力，① 但仍需要依靠 “关系”。 这种 “关系” 的形成是基于权

力， 本质是东亚特有的儒家文化。 同样， 费正清等认为， 朝贡和贸易是

一套机制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② 其目的仍在于跨越风俗习惯、 文化差

异的鸿沟。 基于两位学者对明清两代的朝贡研究可知， 朝贡有着特殊的

区域经济圈， 是 “亚洲才具有的唯一历史体系”，③ 儒家内核的 “基础性

文化圈” 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因此， 高明士认为， 古代中国

朝贡体系实际上就是以 “礼” 为基础的， 是以亲疏远近为判断依据的关

系型结构，④ 从属于中国古代 “天朝礼治体系” 下的朝贡， 其实是以

“三礼” （礼仪、 礼义、 礼治） 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 推行儒学和儒

术， 建立儒化体制。⑤ 这也意味着， 经济、 政治、 文化的三元互动， 协同

推进了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发展。
但就中非交往历史来看， 经济更为优先， 政治与文化则不足， 这一

关系通过 “回赐” 制度有所体现。 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密切对外

关系， 多数 “南海诸国” 进入了宋代朝贡体系，⑥ 宋代政府对其进行了丰

厚的回赐。⑦ 在 《诸蕃志》 中， 明确记载了地处非洲的俞卢和地及层檀有

派使节来宋朝贡。⑧ 据称， 熙宁六年 （１０７３ 年）， “大食俞卢和地国遣蒲

啰诜来贡乳香等， 诏香依广州价回赐钱二千九百贯， 另赐银二千两”。⑨

１０７１—１０８３ 年便有三次层檀使节来华记录： 熙宁四年 （１０７１ 年）， 层檀

使团向宋神宗赠送 “珍珠、 龙脑、 乳香、 琉璃器、 白龙黑龙涎香、 猛火

油、 药物”。�I0 元丰四年 （１０８１ 年）， “大食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请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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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诣阙谢恩”， 批示 “宜多给舟， 令赴阙”。① 元丰六年 （１０８３ 年）， 层

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再次来华， “神宗念其绝远， 诏颁赉如故事， 仍加赐

白金二千两”。②

据此， 国内学者将中非贸易同样纳入宋代朝贡体系，③ 且认为经济优

先。④ 但依据 “三要素” 模式与我国学者重视的 “政治优先” 来评估，
对于中非朝贡关系的认识， 不仅史料并未记载有非洲国家采用宋朝的年

号、 年历以表示臣服的信息， 而且在文化方面更属于华夏与伊斯兰两个

文明圈的互动。 上述两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非关系内在 “朝贡” 因素

的有限。
公元 ７ 世纪以后， 阿拉伯帝国已在亚欧非建立了 “穆斯林秩序”，⑤

至 １０ 世纪时， 其辐射影响力已至俞卢和地及层檀等非洲国家。 大量的阿

拉伯人 （波斯人） 移民东非沿岸，⑥ 不仅带来了伊斯兰教， 也带来了自己

的贸易传统和贸易网络， 东非海岸城邦兴起， 诞生了诸如以层檀为代表

的历来以出海经商为营生的城邦国家。⑦ 事实上， 这是一个与 “华夷秩

序” 完全不同的伊斯兰文明圈。 有关古籍中记载的诸如 “层檀入贡” 或

许如白寿彝所说那般， “大概都是商人出头充当贡使， 而非国使性质”，⑧

从而使得中非的 “朝贡” 关系看上去更像是根据文献演绎出来的， 是虚

幻而非真实的。⑨

中非贸易的经济优先有别于 “南海市场” 与 “东亚体系”， 或许尚不

能用 “朝贡” 关系概括之。 并且， “非朝贡” 的认知使双方摆脱了沉重的

历史包袱， 得以在历史长河中轻装前行， 在追求复兴发展的过程中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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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遥望着对方。①

结　 语

中非贸易建立了 “海上丝绸之路” 的雏形。 古人对于非洲的想象已

不再是想象， 现实成自然。 围绕非洲在哪？ 怎么去非洲？ 去非洲干什么？
宋人在古籍中呈现了中非关系的全景。 不仅传闻中的非洲古国如层檀、
木兰皮、 勿斯里有据可查， 而且在先进的造船、 航海技术推动下， 继承

传统海上线路， 开辟越洋航线， 中非直接贸易得以实现。 与宋代海外贸

易相似， 陶瓷、 象牙、 香料在中非贸易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埃及福斯

塔特遗址、 基尔瓦 “大清真寺” 与 “大房子” 遗址是宋代瓷器集中之地，
其与在桑给巴尔等地出土的宋代钱币都是证明这一历史关系不可或缺的

关键信息。

【责任编辑】 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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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９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